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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中，经济发展程度与政治参与关系基本

呈现正相关。亦即在经济发展逐渐成熟阶段，

中小企业、私营经济与市场机制之完善，不仅促成经济持

续成长，而且使社会精英与中产阶级兴起，最终促成其政

治参与意愿和企图提升。其原因：一方面，中产阶级在经

济富裕后，期望能享有更多政治自由与实践政治理想，因

而必须直接参与政治运作；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者而

言，直接与间接介入政治，在于保护产业利益，优先分享

讯息与资源，并期获取更大经济利益。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政商关系

一九五○年代台湾经济主体结构以大型国营企业为

主，中小企业规模十分有限。不过，由于其后政府调整政

策，不再把资源向不具效率的国营企业倾斜，但鼓励中小

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政策辅导、法律保障与自由发展之

经营空间，终造就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荣景。事实上，台

湾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灵活弹性、高效率，以及快速顺应国

际市场变化等特性，使其能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开拓国

际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台湾经济发展、提升国民所

得与生活质量，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维系社会安定等功能

上，发挥突出作用。

基本而言，台湾早期之中小企业政治参与影响有限，

主因在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对政治参与之控制与打压；

另一方面，执政当局主要是以笼络大型企业主为主，加之

中小企业未成气候，因而形成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特殊政

商生态。当年台湾许多企业茁壮成长的关键，即在于及早

加入国民党，甚至必须跻身国民党中常委。如：大同林挺

生、力霸王又曾、统一高清愿、和信辜振甫、太子汽车许

胜发等商界大佬。当年，在企业界，国民党中常委的头衔

远比大企业董事长有意义，与党中央关系稳固，宛如取得

企业鸿图大展的保证书。以两岸皆熟悉之辜振甫为例，其

在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中屹立不动，和辜家的政治投资高

超有一定关联。蒋介石时代，辜严倬云即能直通蒋夫人，

进而接掌妇联会，可见辜家能纵横商场一甲子，并非偶

然。

       企业透过代理人介入政治

一九八○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教育

日益普及，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追求民主改革与稳定发展

的力量根源。党禁、报禁的开放，戒严的解除，民进党的

成立，多党竞争与彼此制衡的政治体系逐渐形成。当时虽

然是国民党“一党独大”，但还是有企业主天生反骨，尤

其是许多具本土意识的中小企业主，暗中热心支持“党

外”（政党未解禁时代），在地方选举时提供金钱与物质援

助。他们不乏对国民党有恶感，但并不全然反国民党，只

希望政治上有更强的制衡力量才会有社会与国家进步。事

实上，当时中小企业主愿意支持反对势力并不足为奇，但

亦有大财团愿意金援党外人士，例如当时已成气候的台塑

王永庆、国泰蔡家、长荣集团张家、奇美许家都曾经是在

野人士的金主。

另一种政治参与是透过代理人模式。尤其是立法委

员能对政府施政与决策具实质影响力，因而企业家都积

中小企业与台湾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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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进行立法机构选举的政治介入与参与。早期立法委员中

有职业团体代表，但因为具有过于鲜明利益团体色彩，而

在其后改革中不再有其代表，而是以体现地区民意为主

体。对大型企业而言，以其子弟兵直接参与选举，并以其

财经优势与雄厚人脉多易获选。以国泰集团蔡家为例，蔡

万春掌理国泰集团阶段，即挑选从政人选，其子蔡辰洲就

是家族安置在政界的棋子，蔡家的金援吸引政商合流结

盟。不过，日后爆发台湾首桩金融风暴，是企业投资政治

的反面教材，也使蔡家从此远离政治圈。直到民进党执

政，国泰蔡宏图、富邦蔡明忠才因与执政当局有同窗、同

校关系，直接取得搭上政治关系直达车。此外，台湾中小

型企业也不乏成为立法委员之金主，一方面地方选举需要

金援支持；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有需要国会代言人与政府

疏通媒介。

        政治现实与认同变迁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过程

中，企业界挺身支持是关键因素之一。不过，由于民进党

执政绩效不彰，两岸经贸政策保守应对，加之昧于中国大

陆经济崛起的现实，终使得长期支持民进党之大企业面临

动摇与转变。长荣与奇美集团的政治态度转变，富邦集团

负责人参与国共经贸论坛，皆具有鲜明之政治意涵。换言

之，七年来客观之政绩表现与治理能力，显然构成民进党

支持者强烈之落差，终使得原始支持强度趋于弱化与中

立，甚而期待台湾另一次政党轮替之实现。尽管如此，具

有本土意识的企业主对民进党的支持未必动摇，其政治信

仰的偏好远大于理性之认知。换言之，民进党政绩好坏不

会影响其投票行为。

总体上来说，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与政府关系并不紧

密，甚而企业有相当自主性。虽然台湾中小企业发展初

期，政府支持性与辅导性角色发挥促进发展功能，但是，

政府在国家整体资源与全球化导向政策上还是表现不佳。

世界级电子大厂富士康负责人郭台铭不只一次提到，他担

任台湾区模具工会理事长时，新加坡劳工部长请教他台湾

政府做了什么，为什么台湾中小企业这么强大？郭台铭的

回答让这位部长吃了一惊：“我们的政府什么都没做，所

以让我们有蟑螂一般的生存能力。”郭台铭认为新加坡政

府照顾太周到，反而让企业没有竞争力。“政府没有效率，

民间就会更有效率。”郭台铭进一步补充。此外，由于中

小企业都是私营企业，经营绩效攸关企业能否存续，加之

台湾海岛区位特质，因而企业生存的现实，熟练的国际贸

易与语言能力，也成为台湾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之利器

以台商西进大陆投资为例，政府部门政策保守消极，

台商经营产业是将本求利，并寻求最低成本与利润最大化

之策略，但是早期为平衡西进大陆政策实施南向东南亚地

区投资政策，或是基于外交因素鼓励投资中南美洲，当时

成效多不彰，甚而锻羽而归。反之，九○年代以后，台湾

中小企业不顾政府规劝，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西进大陆投

资寻找企业发展第二春，固有经营失败的案例，但亦不乏

成就全球性产业的台商。换言之，如果台商当时没有执意

西进，并寻求中国大陆市场的试炼与商机，也就无法造就

台商旺旺、顶新、富士康与 BenQ 等新产业与新品牌。

                                 （本文编辑 新望）

世界各国（或地区）中小企业界定的标准大致

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单一从业人数作为界定标准，如意大

利和法国都是500人以下。以从业人员500人界定标

准的国家还有丹麦、爱尔兰、荷兰、墨西哥等国；

二类是既可以用从业人数作为界定标准，又可

以用资本额或营业额作为界定标准。如日本现仍沿

用1973年修改《中小企业基本法》后规定的划分标

准：工矿业和运输等行业，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者；

零售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下者，或者资本额

在100万日元以下者为中小企业。台湾中小企业的最

新界定标准与日本类似。制造业、营造行业、矿石采

取业，实收资本额在新台币1亿元以下者，或者从业

人员在300人以下者为中小企业。其它行业中小企业

标准或者是前一年营业额在新台币15000万元以下

者，或者是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者。

三类是同时采用从业人员和营业额作为界定标

准，但不同行业选取不同。如美国，制造业用从业人

员作为界定指标，从业人员在1500人以下的企业为

小企业。而零售、批发、建筑、农业则以营业额作为

界定标准。同样，不同行业所选取的指标也不一样。

中小企业的定义


